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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国际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学学术体系建设( 三)

编者按:自 2017 年第 5 期起，本刊陆续推出了“本土化、国际化与中国特
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建设”专题的系列文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引发了热烈
的学术讨论。本期推出该专题最后一组文章，一方面从理论视角探讨话语多
元主义如何在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霸权的同时允许我们追求普适性的社

会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梳理中国社会学自建立以来服务于中国社会改革和建

设的实践性向度，指出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为社会学本土化的完

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可能。

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

谢立中

提要:“社会( 科) 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思潮反对西方知识霸权，主
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性，这种诉求具有正当性。但这种诉求是建立在传统
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的，其立场构成了一种地缘多元主义，这种地缘多元主义
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放弃了知识的普遍性，隐含着使知识碎片化的危
险。如果我们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就能够建构出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
场。这种话语多元主义在鼓励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的同时，又允许
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
关键词:社会科学本土化 去西方化 地缘多元主义 话语多元主义

多元普遍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再一次受到热切关注。在有关社会
( 科) 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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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强本土派”和“弱本土派”。
持强本土派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

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属于地方性知识，因此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

用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社会。非西方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应该
建构一种以非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
“非西方社会科学”。这一观点所内含的理论逻辑是: 理论是对现实的
直接再现; 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 或者，虽

然有共同性，但对我们认识特殊情境下的现实没有实质意义) 。所以，
在不同时空情境中形成的、作为对不同时空情境之现实直接再现的理
论也只有特殊而无共同的适用性( 或者只有那些反映了不同时空情境

之特殊性的理论才有实质意义)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
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
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 黄宗智，2007: 9) ;“从
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论的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

‘在地理论’，它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 吴重庆，2002: 92) ; “所谓本
土化，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讲，就是对国家这样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

中社会特殊性的强调”( 李宗克，2011: 75) 。
与上述观点不同，持弱本土派观点的学者们则主张西方社会科学

虽然确实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带有强烈的地

方性色彩，其中有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内容，需要依据非西方社会的

经验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的所有内容

都不具有普适性。“本土化”的实质是不断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
实践经验来对既有理论进行补充或修正，使理论日益贴近更广泛的现

实，更具普适性( 如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
经验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普适性，而非完全否
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 。显然，这一观点内含一种与上述强
本土派不同的理论逻辑，即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各国不同社会情

境下的现实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共同性。因此，理论既需要反映各国
社会现实中的特殊性，也需要反映各国社会现实之间的普适性。我们
需要且可以建构起一种跨越各国不同时空情境、适用于各国不同社会
情境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针对上述强本土派学者片面突出非西方社
会的特殊性可能带来的偏狭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提醒人们: “具有
继承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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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学术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

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进而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
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 李培
林，2000) ;“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发掘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与命题，最
终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方法论，经验无论具有何种‘深刻性’，都
不能依照经验的特殊性建构理论”( 王处辉等，2017: 99) ;“社会学本土
化不能仅满足于地方知识的建立，更不能也不会将自己独立于社会学

学科之外，而是希望把自己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

提供给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或提出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认识

与新途径，由此而有机会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以

作为普世性的检验”( 翟学伟，2018: 55) 。如果只看到某个社会的特殊
性而忽略其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共同性，“那这个学术群体就可能缺乏
相应的可能性，去真诚理解理论本身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很难真正去

揭示、诠释本土社会的特殊性”( 陈映芳，2015: 56) ; “社会学本土化既
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来反对西方的‘特殊’，也不是让中国社会学共同
体‘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而是要提出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有解
释力、有效度、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受、在世界的客观知识
体系中占据某种位置的理论知识”( 王宁，2017: 35) 。
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哪一种更为可取呢? 本文的

目的之一就是寻找一个相对而言令人满意的答案。但笔者的目的不止
于此，而是要借助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来探索社会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

一个更具深意的问题，即知识多元化的主要根源及其后果。而知识多
元化正是社会科学本土化论者的终极追求。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核心议题:
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是否具有共同性

从上述两种对立观点所内含的逻辑中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的争

议中存在一个核心议题，即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是否具有共同性。
围绕这个核心议题，这两派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强本土派认为不
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弱本土派的回答则相
反: 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这两种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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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对这一核心议题的不同回答。因此，要想判断这
两种本土化观点何者更为可取，就必须考察它们对上述核心议题的回

答何者更为可取。
围绕“普遍”和“特殊”之关系展开的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在此不

做重新梳理，而是径直表达自己的观点。从逻辑上看，强本土派学者所
持的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而没有共同性，那

么，由于现实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可分的( 例如，从空间上来

说，现代人类社会可以分解为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各个社会，各个以民

族国家为界限的社会可以分解为各个民族国家下属的地方社会，各个

地方社会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为基层的社会，更为基层的社会可以分

解为各个家庭或小群体，各个家庭或小群体可以分解为个人; 而上述从

空间角度分解出来的每一个层次，甚至每个人，又都可以从时间角度无

限分解，成为不同瞬间 T1、T2、T3……Tn 时的存在) ，我们就无法形成任

何概念性的知识，而只能获得一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碎片化的经验。
任何概念性的知识必然是对许多具有丰富特性的经验知识的抽象

概括。
实际上，已经有论者意识到强本土派观点可能会面临这一难题，因

此提出了要将“本土化”的论题限定在“国家”层面上的建议，暂时忽略
掉“在更小地理空间或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与分歧”，理由是“民族国家
在当今全球秩序中仍然是一个有着实质意义的‘利益共同体’，也是知
识生产和社会建构最主要的单位和边界。在全球格局中，因为不同的
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处境，必然会寻求一种反映本土价值关怀的知识

体系。这里的‘价值’包括实际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认同和民族精
神的建构等，即所谓的文化自觉。社会科学的议题设置、概念构造和事
实选择等知识建构活动，都嵌入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而是本土

化的”( 李宗克，2011: 76) 。笔者认为，这种建议只是提出者的一厢情
愿，因为事实上并没有理论或实践障碍可以阻止人们将本土化的对象

一级级分解下去。
第二，如果接受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或

共同性对认识现实没有意义的观点，那就需要进一步面对以下问题。
首先，如果没有任何超越特殊性的共性知识，譬如任何个人经验与

其他个人经验之间没有共同性，那个体之间如何产生共鸣和理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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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交流何以可能? 或者，如果任何个人的经验都对其他个体没

有意义，那是否还有进行知识交流和沟通的必要?

其次，如果每个人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经验都只有特殊性没有共

同性，那就没有办法对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进行有效的整合，我们的意识

活动要承担沉重的负荷，因而会是极其低效的。这样一种生物如何在
竞争中存活和延续下来将是一个难题。假如所有以往的经验由于其只
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因而完全不能适用于将来的生活情境，我们甚至

可以质疑储存如此多的生活经验记忆的必要性。
如果上述分析可被接受，那么就可以通过逻辑推论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因此，假如

理论是对现实的再现，对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加以再现的理论

知识也必然既包含特殊性的内容，又包含普适性的内容。整合这些包
含着普适性的内容，就可能形成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界限的理论知识。
第二，就社会科学而言，无论是西方社会科学还是非西方社会科

学，都既包含只适用于自己社会的内容，也包含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的

内容，对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加以整合，就有可能形成超越具体时空

情境界限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性社会科学知
识的建构是可能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才
获得了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的“本土化”或
“去西方化”，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中只适用于西方
社会、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内容“去除”掉，同时将可以适用于某个非西
方社会的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 包括特殊性
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两个方面) 不断得以扩展。就此而言，在社会科学
本土化问题上，弱本土派的观点是相对更为可以接受的。
但是，到此为止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弱本土派学者还是会面临

一些新的重要问题。按照弱本土派学者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虽然是
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但其中应该包含可以适用于所

有社会的普遍性内容。只要我们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实践经验来
对它进行补充或修正，就能使它在内容上不断完善，更好地适用于各类

社会的描述和解释。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一种日趋普遍的知识系统，源
起于西方的这套社会科学系统最终将成为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人
们都可以使用的、唯一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 若是如此，西方社会科学
的知识霸权不就成了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难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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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命? 还有可能产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元的知识世界吗?

不可否认，在弱本土派学者中，确实会有人对于上述问题做出肯定

的回答，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完善源自

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因为后者虽然源自西方，但由于含有普适性

内容，并非只适用于西方。行文至此，我们似乎还没有适当的理由来反
驳这一回答。
笔者认为，承认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系统包含适用于不

同时空情境的普适性内容，并不意味着目前源起于西方的这套社会科

学系统就是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都必须使用的、唯一的社会科
学知识系统。即使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含有可以适用于不同时空情
境之下的社会现实的普适性内容，在普适性知识层面上，一个多元的社

会科学知识世界也依然是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另一
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即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吗?

三、传统实在论与话语建构论之争:
理论是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

如前所述，尽管强本土派和弱本土派学者在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

上存在着分歧，他们实际上却共享一个理论前提，即认为理论是对现实

的直接再现。正是这一理论前提才导致弱本土派学者不得不面临理论
和实践上的难题。为了寻找破解这些难题的钥匙，我们有必要对这一
理论前提进行讨论。
理论真的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吗? 针对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国内

外学术界至少存在着两种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立场。笔者把它
们分别称为“传统实在论”和“话语建构论”。
在本文中，所谓“传统实在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观点: 认知对

象是一种外在、独立于认知结果、纯“自然”的实在; 对这一实在展开认
知活动的目的是准确、客观地再现这一实在; 只有准确、客观地再现了
这一实在的认知结果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认知结果; 这样的认知结果只

能有一个; 这样的认知结果可以积累，通过这类认知结果的积累，我们

对这一实在的认知就能不断扩大和深化。
所谓“话语建构论”则是指以下这样一种理论观点: 我们的认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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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是一种外在、独立于认知结果、纯“自然”的实在，而是一种由认知
主体在某种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建构出来的“话语性”实在; 对这
一“实在”的认知并非是对它的直接再现，而是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
和约束下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对于“同一”认知对象，处于不同话语
系统引导和约束下的认知者完全可以对其做出不同的建构; 而对于这

样一些不同话语建构之间的是非对错，我们无法做出终极的判断; 因

此，认知的结果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 这些多元的认知结果既不

可比较也不可累积，而只能共存于世，它们之间如果产生竞争，决定胜

负的因素只能是认知过程之外的因素而非认知过程本身的因素。
毫无疑问，假如接受传统实在论的立场，就势必接受一元主义知识

论的立场。而在普适性知识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又势必要面临以下难
题: 要么认定西方社会科学是唯一能够用来再现不同社会之普遍性的

知识系统，从而臣服于其知识霸权之下; 要么在西方社会科学之外重新

构建一套与之不同的普适性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违背传统实在论

的理论立场( 这正是弱本土派学者面临的难题) 。但如果我们接受话
语建构论的立场，局面就会焕然一新。依据话语建构论的立场，我们可
以推导出以下结论: 对于任意特定时空情境下的某一现实，必然存在多

种不同的话语系统( 这些不同的话语系统或者以明确的方式存在，或

者以隐含的方式存在) ，可以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因此，我们对
其所做的描述和理解也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
以笔者之见，话语建构论比传统实在论更为合理。具体说明如下。
词语是话语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对于任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现实

来说，如果用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词语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有实质性的不

同，那么人们对这一特定现实所能够做出的描述和理解就会不同。举
例而言，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经常用于喝水的水杯，人们有着很多不

同的称呼，有人称其为“茶杯”或“水杯”，也有人称其为“茶缸”“把缸”
“水缸”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对“同一”物品给出的两类名称而
已，但实际上这两类不同的名称从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两个不

同的话语系统又进而建构了两个非常不同的生活世界。假设某个老师
指令一位学生去从事一项关于“杯子”的研究活动，主题如“‘杯子’的
一般属性或基本类型”，那么这位学生就需要去广泛地搜集工作和生
活中存在的各种类型的“杯子”样本，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观察、比较、分
析和综合，最终得出结论。当这位学生这样做的时候，也需要且只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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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人们称为“杯子”的东西搜集起来加以考察，那些不被人们称为
“杯子”的物品则将被排除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但是，假如现在老
师又指令这位学生去从事一项关于“缸”的研究，主题如“‘缸’的一般
属性或基本类型”，那么虽然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不变，但这位学生
需要去搜集然后加以考察的对象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将会发
现，被人们称为“杯子”的对象与被人们称为“缸”的对象在范围上虽然
有所重合，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传统中国农民的灶屋里一般
都放置着一口容量比较大的水缸，用来盛放家人的饮用水。对于这些
农村居民来说，这种用来储水的大“水缸”和用来喝水的“茶缸”“把
缸”或小“水缸”应该都属于“缸”这样一个物品种类。如果用科学的分
类逻辑来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说: 它们不过是“缸”这样
一个“类”下面的“亚类”而已。因此，对于这位学生来说，他在搜集研
究对象的样本时，就必须将“把缸”和大“水缸”等都搜集到，否则他的
研究就将存在样本类型不够的问题。而在前面那项研究中，他的研究
对象只是“杯子”而非“缸”，用来储水的“水缸”由于只属于“缸”而不
属于“杯子”，就不应该在他搜集和观察的对象范围之内。毫无疑问，
这两项研究最终获得的结果将会大相径庭。在第一项研究中，学生在
对“杯子”经过一番仔细研究之后，可能得出如下结论: “杯子”这个词
语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体积不大、方便携带、主要用于盛装液体物质的
容器”。而在第二项研究中，他在以同样的程序和方法对“缸”经过一
番研究之后则会发现，对于“缸”这个词语来说，其基本内涵中至少要
抹去“体积不大、方便携带”这两点，只能保留是“一种主要用于盛装液
体物质的容器”这一点。因此，尽管那些既被称为“杯子”又被称为“茶
缸”或“把缸”的样本对象是两个研究项目所用样本的交集，但其在两
项研究中归纳得到的性质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研究结论哪个
更为正确? 按照传统实在论，我们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
们通常会认为“茶杯”和“茶缸”只是称呼上的不同，并不是两类不同的
东西。对于同一个东西，我们只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研究结
论。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并且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 这两个研究结论
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同等正确的。“茶杯”或“茶缸”所属物品类型及其
基本特征上的差异其实是由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 概念) 所建构出来

的。不同的话语对“同一”现实做出了不同的分类，如第二种话语体系
将第一种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杯”类的事项划分到了不同类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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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类当中，使得这一事项在类别上有了不同归属，从而获得了不同
的特征描述。但对于处在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人来说，“同一”事项的这
种不同归属及由此获得的不同特征描述，就意味着它属于不同性质的

存在。人们在这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对这表面“同一”
事项所做出的描述和分析，在各自所述的话语体系之下都是正确的。
上述例子说明，词语是话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词语的差别会带来

陈述和文本的差别。那么，词语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索绪尔之前，人们
一般认为，作为“能指”的词语与其“所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然
而，索绪尔认为，“能指”与其“所指”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两者之间
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索绪尔，1980 ) 。同一个“所指”，完全可以
用另一个“能指”来加以表征; 反之，同一个“能指”也可以用来表征不
同的“所指”。一个“能指”的词语到底成为哪个“所指”的表征，在很
大程度取决于最初使用这一词语的人将这一“能指”与哪个“所指”相
联系。或者反过来说，这取决于人们最初想要对某个对象加以表征的
那一瞬间用了哪一个词语作为“能指”。当人们发明一个用来表征某
个对象的词语时，可能会去寻找这个词语与其将要加以表征的对象之

间的某些联系，但这并非是这个词语作为对此一对象之表征所必需的前

提，正如一个喝水的“杯子”既可以被称为“杯”，也可以被称为“缸”。
由此可见，词语及其特定能指功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

于“同一个”需要被表征的对象，不同的人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词语来作
为其能指。这就决定了用来表征“同一个”所指的词语必然具有多元
性; 词语的多元性又进一步决定了陈述的多元性乃至话语的多元性，正

如我们在“茶杯”和“茶缸”两个词语那里所看到的那样。而对于这种
通过不同语词来对原本混沌一片的“经验世界”进行“切分”时所产生
的多元性，我们无法通过对它们之间的是非对错进行判断的方式来加

以清除。从逻辑上说，这种多元性是无法清除的。
为通俗易懂起见，以上我们举的只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但

我们在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时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也适用于哲学

和科学( 包括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类似情况。
如果同意上述分析，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接受话语建构论

的立场，那么就能够比较圆满地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承认普

遍性知识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走向一元主义的知识论立场并陷入西方

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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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

反对西方的知识霸权、倡导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化，是社会科学
“本土化”或“去西方化”思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应该说，这一诉求具有
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依上所述，对这一诉求之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
解，却至少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笔者将其中的第一种方式称
为“地缘多元主义”，第二种方式称为“话语多元主义”。
所谓“地缘多元主义”，是以“社会科学知识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

直接反映”这一“传统实在论”和“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特定社会现
实之间只具有差异性不具有共同性”这类“地方多元论”两大理论立场
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一种多元主义理论。其理论逻辑简单明了: 因为社
会科学知识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

特定社会现实之间只具有差异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作为对各个不同

地域范围内特定社会现实之反映的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就必然具有差异

性而不具有共同性。显然，这一多元主义理论立场的可接受性完全取
决于其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的可接受性。只要其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
中有一个被认为是不能被接受的，例如，如果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并
非只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或者认为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

特定社会现实之间并非只有差异性而无共同性，那么上述逻辑推论就

无法成立。我们在前两节中所做的分析正是对这类多元主义赖以立论
的两大前提的质疑。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地缘多元主
义这一理论立场就是不可接受的。
所谓“话语多元主义”，则是以“话语建构论”这种理论立场为前提

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多元主义理论立场。如前所述，按照话语建构论，包
括社会科学知识话语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是对某种现实的直接反映，

而是人们在特定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话语建构; 对于包

括社会现实在内的任一现实而言，都必然存在着多种可以用来对其加

以描述和再现的不同话语系统。换言之，对于包括社会现实在内的任
一现实，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的话语系统或理论视角都可以是，也

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例如，对于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可以用
“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理性化”等不同的话语体系来进行描述
和分析; 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用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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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理
论、拉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等多种不同话语体系或理论视角来进
行描述和分析; 对于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封建社会”“乡
土社会”“伦理社会”等不同话语体系进行描述和分析。当我们在不同
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对特定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和分析时，自然就

会观察到不同的“社会事实”，并形成有关这一特定社会现实的不同知
识。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知识差异主要源于引导和约束我们对“同一”
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的那些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又由于引导

和约束我们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和研究的那些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本身

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别，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对于这“同一”社会现实之
不同知识之间的是非对错加以判断。让它们和平共存以及让它们的从
属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话语多元主义”
正是“话语建构论”的逻辑结果。
和地缘多元主义一样，话语多元主义同样反对一元主义，主张多元

主义，但话语多元主义主张多元主义的理由及其造成的理论后果都与

地缘多元主义大相径庭。依据地缘多元主义，知识话语是现实的直接
反映，知识话语的多元性也正是不同地域范围内现实的多元性的直接

反映。对于前文提到的持强本土派观点的学者来说，这种地缘多元主
义不会出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但是，如果在持地缘多元主义立场
的人当中有人像前述持弱本土派观点的学者们那样，承认不同地域范

围内的现实( 譬如社会现实) 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共同性，就会在理论

和实践方面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承认不同地域范围内
的现实( 譬如社会现实) 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共同性，就势必在了解各

地的差异性之外，试图进一步寻求对地域间之共同性的认知，这一对地

域间之共同性的认知最终必然使其建构起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话语

( 这种描述和揭示了各地现实之共同性的普适性知识与那些分别描述

和揭示了各地现实之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
们对于现实的知识整体) 。而另一方面，由于地缘多元主义的理论前
提之一是“传统实在论”，即认为知识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正确或相
对正确反映了现实的理论只能有一个，因此，作为一个地缘多元主义

者，对普遍性知识的追寻最终会将其引向某种一元主义的理论立场，即

认为对于任一空间范围内的特定现实( 包括社会现实) 来说，只可能存

在唯一普适性的知识系统，而不可能存在多元化的普适性知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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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特殊性知识层次上可以存在多元化的知识格局) 。因此，对于
一个既认同弱本土派观点又属于地缘多元主义的学者来说，要想规避

后面这样一种困境，坚持彻底的多元主义立场，就必须同时坚持上述

“传统实在论”和“地方多元论”两个理论前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强本
土派论者。否则，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多元主义者( 一方面坚持
“地方性”特殊知识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在普适性知识层次上不得不放
弃多元主义而走向一元主义) ，最终不得不( 在普适性知识层次上) 重

新陷入霸权之争( 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个弱本土派学者不认同任何

多元主义，坚持一元主义立场，那他也不会面临这些困境。不过其结果
就是不得不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霸权地位) 。
与地缘多元主义不同，话语多元主义认为知识话语的多元性并非

只是来源于其现实对象的特殊性，而更多，甚至主要来源于人们在描述

和理解对象时受其引导和约束的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因此，无论是在
“地方性”特殊知识的层面上，还是在普适性知识的层面上，知识系统
都将是，甚至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换句话说，对于话语多元主义
者而言，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普适
性”知识。在是否存在普适性知识这个问题上，话语多元主义者不仅
是多元特殊主义者( 认可地方特殊性的多元性) ，而且是多元普遍主义

者( 认可普适性知识的存在，但认为普适性知识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

的) 。前者使其和地缘多元主义相一致，后者则使其既与地缘多元主
义相区别，又与传统的一元主义知识观相区别，而这种传统的一元主义

知识观正是各种知识霸权的理论基石。
地缘多元主义面临的两难是: 要么彻底否定普适性知识的存在，要

么在普适性知识层面上无法摆脱霸权之争。而这种两难困境在话语多
元主义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消解。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既不必否
定普适性知识的存在，也无须担心对于普适性知识的认可会使我们不

得不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霸权，或者重陷霸权之争。笔者认为，话
语多元主义，而非地缘多元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立场。
毫无疑问，按照上面的分析，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

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地缘多元主义者还是话语多元主义者，都不

会满足于仅仅将研究对象转换为本土社会，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只是以

本土经验来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命题、理论进行补充、修正或整合，
而是会期待以一种完全源自本土话语资源的社会科学话语来引导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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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对本土社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地缘多元主义者来说，要求通过一
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社会科学话语( 如“差序格局”“人情”
“面子”“关系”“伦理社会”“群学”等) 来对本土( 如中国) 社会的特性
加以再现，本就是其题中之义。而对于话语多元主义来说，通过本土社
会科学话语的建构来增加社会科学话语的多样性，也符合其内在的精

神( 而且，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而本土社会科

学话语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为了打破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垄断，

应尽快推进本土社会科学话语的形成和发展) 。这两种多元主义之间
的不同之处是: 地缘多元主义者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只有本土社会科学

话语才是唯一适合于对本土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话语，而话语多元

主义者的立场则可能会“温和”一些，认为虽然可以用本土社会科学话
语来描述和分析本土社会，但是源自西方的话语经过调适后也可能适

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与此相应，地缘多元主义者还倾向于认
为源于非西方社会的话语只能适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不适用

于描述和分析西方社会; 而在话语多元主义者看来，源自非西方社会，

如中国社会的那些话语( 如“差序格局”“人情”“面子”“关系”“气”
“道”等) 不仅适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而且可能适用于描述西
方社会( 参阅杨春宇，2016，2018; 边燕杰，2017; 赵鼎新，2018; 梁玉成，
2018; 刘能、吴苏，2019 等) 。换句话说，话语多元主义者认为，一种话
语的适用性与其原产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无论是原产于何处
的话语，都可以尝试被用来描述和分析任一社会现实。一种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是否适用于某个社会，并不存在先验的结论，而是取决于这一

话语体系被尝试使用于描述和分析某个社会的过程后呈现出来的实践

结果。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和非西方( 或外域与本土) 知识之间的
关系。① 对地缘多元主义者来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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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话语中的“古今之争”，即围绕“形成于古代的话语体系是
否能够继续适用于今天”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只要稍做改动即可: 一种话语体系的适用
性与其原产时间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一种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否适用于某个时代
的社会现实，也不存在先验的结论，而是取决于这一话语体系被实际用于描述和分析某

个时代之社会现实的过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如前所述，强本土派学者的理论逻辑中隐
含的另一个困境是: 由于否认不同时空经验之间存在着普遍性或共同性，必然导致古代

的话语体系不可能适用于今天的逻辑结论。但事实上，许多强本土派学者却在积极地从
事着从本土古代话语中寻找话语资源这样一项值得肯定的工作。



话语体系可资利用; 而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在任一时间、空间范
围内都有无限的话语体系可资利用。与地缘多元主义者相比，话语多
元主义者显然拥有更为广博的话语资源和思想空间。对于当今正在尝
试从文明古国迈向文明强国的现代中国来说，后一种立场显然更为可

取。毕竟，广纳百川方能成大海。

五、结 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试图说明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社会现实既有特

殊性又有共同性，对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加以再现的理论知识

既包含着特殊性的内容又包含着普适性的内容，整合这些包含着普适

性的内容，就有可能形成一些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界限的理论知识。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最终将会，或者应该形成一种具有唯一性或霸权性

的普适性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由于对于任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社会现
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话语系统或理论视角来加以描述和理解，因此，用来

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可以，也必然是多元而非一

元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过程中的地缘多元主义思潮
反对西方知识霸权，主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性，这种诉求具有合理性

和正当性，但这种地缘性多元主义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要么放弃

了知识的普遍性，隐含着使知识碎片化的危险，要么在追求普遍性知识

的同时陷入难以克服的自相矛盾之中。相反，如果我们从话语建构论
的立场出发，就能找到一条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又保留知识普遍

性的道路，其结果是形成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场。这种话语多元主义
既允许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又允许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

知识。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17，《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陈映芳，2015，《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探

索与争鸣》第 11 期。

贺雪峰，2006，《回归中国经验研究———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探索与争鸣》第
11 期。

洪大用，2018，《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

41

社会学研究 2020． 1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黄宗智，2005，《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2007，《连接经验与理论: 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第 4 期。

李培林，2000，《中国早期现代化: 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李宗克，2011，《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反思》，《探索与争鸣》第 11 期。

李宗克、曹锦清，2013，《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学的类型学分析》，《华东

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梁玉成，2018，《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新视野》第 4 期。

刘能、吴苏，2019，《再论作为学术运动的社会学本土化》，《济南大学学报》第 1 期。

渠敬东，2016，《破除“方法主义”迷信: 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第 2 期。

石英，2013，《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人文杂志》第 4 期。

索绪尔，费尔迪南·德，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童世骏，2007，《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学术月刊》第 5 期。

王处辉、孙晓冬、杨辰，2017，《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中共中

央党校学报》第 5 期。

王宁，2017，《社会学本土化议题: 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尉建文、李培林，2018，《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

吴重庆，2002，《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浙江学刊》第 3 期。

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杨春宇，2016，《文明取向: 社会学本土化的普遍性之维》，《社会学评论》第 6 期;

———，2018，《文明的多重普遍性: 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方式与对象》，《新视野》第 4 期。

俞孟宣，2004，《论普遍性———中西传统哲学形态的一种比较研究》，《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第 5 期。

翟学伟，2018，《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第 9 期。

赵鼎新，2018，《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赵敦华，2007，《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学术月刊》第 5 期。

赵旭东，2001，《超越本土化: 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 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周晓虹，1994，《本土化和全球化: 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2010，《“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第 9 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梅 笑

5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



SOCIOLOGICAL STUDIES
( Bimonthly)

2020

1
Vol． 35 January，2020

MAＲXIST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for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II)

From Geographic Pluralism to Discourse Pluralism Xie Lizhong 1………

Abstract: The trend of“de-Westernization of sociology”opposes Western intellectual
hegemony and advocates the diversit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Such appeals are
reasonable and justified，but its standpoint is geographic pluralism based on traditional
realism． This kind of geographic pluralism denies the universality of knowledge while
pursuing the diversity of knowledge，and contains potential danger of fragmenting
knowledge． On the contrary， if we proce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scourse
constructivism，we can construct discourse pluralism，which allows us to deconstruct the
intellectual hegemony of Western sociology， while pursuing universal sociological
knowledg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Narrow or Broad? Pseudo Problem or True
Ｒeality?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Yu and Professor Zhai Xuewei

Zhou Xiaohong 16…………………………………………………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and
in particula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the 1980s，indigenization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and debate in the academia． As a universal academic movemen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tackle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ake a knowledge system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reflect the national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spirit of China，
and how it can serve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at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the 1930s has distinc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s，with a focus on the“cross-border validity”of knowledge． The
relevant arguments constitute a debate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242


